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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台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它为
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同时，也蕴含着新的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风险，促进平
台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保护公众利益，是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
题。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对政府如何在平台规制中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提供充分
的论证与解释。围绕平台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性风险这一议题，基于回应性规制
理论下的威慑与遵从逻辑，研究采用“大数据＋准实验”的设计思路，将网约
车监管中的行政检查、行政约谈作为政策干预变量，以公众微博文本中挖掘的
情感得分为结果变量，利用间断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政府规制效果进行检验。
研究发现：（１）行政检查基于强制与惩罚对平台产生了威慑效果，行政约谈通
过劝服与对话促成了平台的遵从行为，二者均能有效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干
预当期政策效应显著但不具有长效性；（２）行政检查、行政约谈的政策效应存
在差异，规制手段强制力的高低对规制效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威慑性规
制的效果更为稳健。研究将全面的回应性规制框架扩展到平台规制这一新兴技
术治理领域，丰富了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为从公众评价的角度研究
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证明，行政约谈与行政检查的协同互补，能够
形成更强大的政策合力，从而有利于风险的防范与治理，这为平台监管机制的
完善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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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并成
为近年来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平台经济并没有克服传统市场的弊端。
信息过载、算法复杂、数据垄断、平台企业的动机与行为不当等种种因素
（Ｄｏｎｅｄａ ＆ Ａｌｍｅｉｄａ，２０１６；Ｓａａｍ，２００７），危及信息安全、技术安全及公共安全
等方面的社会性问题凸显（戚聿东、李颖，２０１８）。如何防范化解风险，从而更
好地保护公众利益，是当前实践界与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既有研究中，存在
着“推定规制说”与“限制规制说”两种争论：前者认为，政府具有权威性的
执行手段、专家式的管理知识与信息优势，能够在平台规制中发挥作用；后者
认为，平台经济时代的信息和知识爆炸对政府监管能力提出了挑战，政府规制
俘获与规制失灵的风险仍然存在（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ａｄｔ，２０１６）。

然而，学界对平台社会性风险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对政府如何在
平台规制中发挥作用提供充分的论证与解释。本研究围绕平台社会性风险这一
议题，基于网约车监管的场景，对政府规制开展研究。近年来我国网约车行业
高速发展，但也蕴含着巨大的新风险，例如数据风险、技术风险、运营风险等
等。其中，公共安全面临着突出的问题，风险治理的形势较为严峻（Ｂｅ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在网约车运营服务过程中，安全事件频发，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
遍关注。针对社会性风险与后果，政府往往采取社会性规制措施进行干预，即
通过政治性的行为保护公众利益（黄新华，２００７）。为防范化解网约车平台的社
会性风险，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行政检查
与行政约谈这两种措施，行政检查被视为平台规制中最为严厉的手段，行政约
谈则是我国规制型国家建构过程中运用最为广泛的工具（卢超，２０１９）。作为政
府规制的手段，行政检查与行政约谈能否应对公众安全问题，提升平台社会性
规制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检验。

行政检查是基于政府强制力的手段，具备行政处罚的性质；行政约谈则是
带有柔性色彩的措施，具备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的性质（卢超，２０１９）。由行政
检查到行政约谈，体现了政府由高到低的强制力水平，遵循了回应性规制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理论中的从威慑到遵从两种逻辑。规制方从威慑手段
（例如处罚、制裁等）与遵从手段（例如劝服、教育、警示等）中选择相应的
干预措施，以应对社会性规制问题（Ａｙｒｅｓ ＆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１９９２；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回应性规制的既有研究以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为主，而对威慑手
段、遵从手段效果评估的探讨相对不足。为加强对网约车平台的监管，我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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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分别采取了行政检查、行政约谈两种措施，这提供了准实验研究的机会，创
造了同时检验威慑手段与遵从手段的现实条件。

以威慑规制与遵从规制为理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的准
实验研究，将行政检查、行政约谈作为干预变量，并捕捉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
场域———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公众情绪（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作为结果变量，提供
了关于政府规制手段与效果之间关系的实证性解释。研究表明，行政检查、行
政约谈均能够有效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干预当期效应显著但不具有长效性，
行政约谈的效应不具有稳健性。本研究回答了政府能否在平台规制中发挥作用、
怎样的规制手段能发挥作用的问题，丰富了回应性规制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也
为平台规制与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假设

（一）政策背景
２０１６年，我国已成为全球首个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并相继出台《关于深

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了网约车平台作为服务提供方的承运人责
任。然而，在网约车服务中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并未得到有效遏制。２０１８年，
河南郑州、浙江乐清相继发生乘客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事件。在这样的政策背
景和现实压力下，政府加大了网约车监管力度。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应
急管理部等部门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名义，对包
括滴滴出行在内的各网约车平台公司开展了多次行政检查、行政约谈。其涉及
的监管内容从人身安全、公共安全扩展到平台主体责任、司乘权益、合法合规、
数据安全等多个方面。

本研究选择了２０１８年９月的“进驻式检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的“提醒式约
谈”作为干预变量，构建了准实验场景。这两次政策干预均以公共安全为规制
重点，规制主体均经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授权。在这两次干
预的观测期内（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２月），除法律措施外，仅有这两次中央
政府层面的政策措施避免了干预效应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为准实验研究设
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理论基础
１ ． 回应性规制理论中的威慑与遵从策略
规制研究认为，规制手段通常在两种独立的策略间选择：威慑策略（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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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作“惩罚”）或遵从策略（有时被称为“建议和劝服”）。前者强调规则的
实施与惩罚，具有强制性、支配性；后者侧重合作与对话，特征是成本低、强
制性低（Ｈｕｔｔｅｒ，１９９３）。Ａｙｒｅｓ和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１９９２）提出了回应性规制理论，
以应对社会性规制问题。其中，“回应性”的基本内涵是指规制方对规制情况与
环境、被规制方的行为与动机作出回应。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强制
金字塔”（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ｙｒａｍｉｄ）模型———遵从策略位于金字塔的底部，威慑策
略则位于顶部，从底部的遵从策略逐级向上至顶部的威慑策略，构成了策略选
择的金字塔模型。该模型不仅体现了规制强制力由低到高的逻辑，也为干预措
施的选择提供了具体的手段，从金字塔的底部逐级向上，包括劝服、警示到民
事、刑事处罚，再到吊销执照等等（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回应性规制理论
破解了惩罚与劝服之间看似对立僵化的关系，并将其重新定义为“何时惩罚、
何时劝服”这一问题（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认为规制方选择采用劝服性策
略还是惩罚性策略应基于特定的情境（Ｍａｓｃｉｎｉ，２０１３）。被规制方对来自强制金
字塔底部的干预措施的反应，决定了规制方是否、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向金
字塔顶部的措施升级（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即当双方愿意沟通解决问题时
采用劝服性策略（Ｐａｒｋｅｒ，２０１３），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时则采用惩罚性策略
（Ｍａｓｃｉｎｉ，２０１３）。

回应性规制理论提出后，主流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发展
与改进。规制研究在威慑式与遵从式策略的传统上发展出多种类型和方向，例
如聪明规制（Ｇ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 Ｇｒａｂｏｓｋｙ，１９９８）、元规制（Ｇｒａｂｏｓｋｙ，１９９５；
Ｐａｒｋｅｒ，２００２）、网络规制（Ｄｒａｈｏｓ，２００２）等，并纳入多种规制主体，更加重
视公众、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等的作用，进而推动了回应性规制理论的发展。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２００２）等学者还提出了恢复性司法（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的理念，
主张通过建立结构化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来达到规制效果，对政策实践产生了重
大影响（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２０１９）。二是理论的案例运用与分析。回应性规制主要应对
社会性规制问题，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卫生与安全、社会服务与福利、环境保护、
交通安全、税收金融等领域（Ｉｖｅｃ ＆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２０１５）。恢复性司法的相关研
究则聚焦于微观案例，涉及税务系统廉洁性、养老院监管、校园性侵、性别歧
视等方面（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２０１９）。
２ ． 网约车平台规制中的威慑与遵从策略
回应性规制理论认为，规制方应优先选择遵从策略，而威慑策略应在遵从

策略失效的情况下或者被规制主体不合作、不妥协的情况下使用（Ｈａｗｋｉｎｓ，
１９８４）。而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也会优先使用不同层次的威慑策略（Ａｙｒｅｓ ＆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１９９２）。我国的网约车平台规制，正是回应性规制理论所主张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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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选择逻辑的现实映射。我国优先运用了行政约谈这种遵从性手段，虽然发挥
了一定作用，但未能完全防范网约车运营服务中的公共安全风险。乘客遇害事
件的发生表明，约谈这种柔性手段已失效，此时，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检查这
种强制性手段。在行政检查约一年后，政府又再次启用了约谈手段对平台进行
再督导、再提醒。

遵从策略假定，被规制方是有道德的。从对话式文化的角度出发，规制方
通过劝服、教育、对话使被规制方产生遵从行为。此外，警示、负面宣传、公
众批评、恢复性司法、表扬、奖励等都是遵从策略下的选择（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本研究选取的“提醒式约谈”以“提醒、督导”为特征，带有典型的
劝导色彩。政府运用约谈的方式与平台交换意见，并通过劝服、教育、对话实
现规制目标。威慑策略假定，被规制方是理性的，即被规制方面临惩罚时会考
虑成本的上升而重审自身处境，从而回应规制方的惩罚，以达到预期的规制效
果（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比较典型的惩罚手段既包括民事处罚、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等，也包括社会、心理、经济制裁等（Ａｙｒｅｓ ＆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１９９２）。本研究关注的“进驻式检查”以政府威慑力、强制力为支撑，检查组不
仅要求平台落实整改措施，而且对平台采取了行政处罚、暂时下架部分业务等
举措。检查的性质、形式、手段均符合威慑策略的特征。表１列出了回应性规
制理论中这两种策略的内涵、特征、假定与手段。

表１　 遵从与威慑策略的内涵、特征、假定与手段
策略 内涵 特征 假定 手段

遵从 合作与对话 低成本
非强制性

假定被规制方是具有道德的，能
够被劝服、教育，达到规制效果

劝服、教育、对话、警示、
负面宣传、公众批评、表
扬、奖励

威慑 规则与惩罚 强制性
支配性

假定被规制方是理性的，面临惩
罚时会考成本和处境，以改变行
为达到规制效果

社会、心理、经济制裁，
民事、行政、刑事处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假设
１ ． 行政检查与平台规制效果
行政检查具备政府权威与政治感染力，通过对被规制方施加威慑压力，促

使其采取合规行为以达到预期的规制效果（Ｋｉｌｋ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Ａｌｍ ＆
Ｓｈｉｍｓｈａｃｋ，２０１４）。现有研究发现，规制效果既取决于规制方对被规制方的客
观惩罚，也受到被规制方对规制方威慑力主观感知的影响（Ｐａｔｅｒｎ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０）。
一方面，威慑效果来自于正式的惩罚。政府针对企业的非法运营，对相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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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施行政处罚，从而以“强制”的方式保证企业的合规性（Ｃａｓ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另一方面，企业对威慑力的主观感知还有赖于政府所采取的规制形式，
被规制企业对定向的、直接的检查极为敏感（Ｗｅｉｌ，２０１９）。中央各相关部委直
接进驻平台企业多达数天，这种干预形式本身也会对平台产生极高的威慑力，
从而达到规制效果。

威慑策略认为，当惩罚的成本高于违法行为的回报时，被规制方会选择合
规行为（Ａｒｉｅｌ，２０１２）。惩罚成本由规制行为的确定性、严厉性与快速性决定
（Ｐａｔｅｒｎ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９月的行政检查体现了这三个特征：此次检查明
确了平台作为网约车服务提供方的主体责任，体现了其确定性；此次检查被视
为历来最强硬的执法手段，体现了其严厉性；在浙江乐清安全事件发生后一个
月之内，中央各部委就开展了联合检查，体现了其快速性。政府对企业的负面
行为越确定、越严厉、越迅速，惩罚成本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合规行为，
越能达到规制效果（Ｐａｔｅｒｎ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０；Ａｒｉｅｌ，２０１２）。相关研究还发现，威慑
策略不仅能使企业产生对被处罚的恐惧感，而且能增强其遵守合规的义务感
（Ｈａｒｄｙ，２０２１）。这种义务感通常由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强制执行的承诺”所
强化，如企业的补救计划、责任认定、规制认同等，这种承诺旨在纠正企业的
不当行为并促进其采取合规行为（Ｈａｒｄｙ，２０２１）。此次行政检查不仅提出了对
平台负责人的行政处罚，还明确了平台落实整改措施的要求，通过对平台施加
强制遵从的义务感，促使平台采取合规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１。

Ｈ１：行政检查能够有效提升网约车平台规制的效果。
２ ． 行政约谈与平台规制效果
遵从策略建立在合作与对话的基础上，规制方通过劝服与教育使被规制方

产生遵从行为，从而提升政府干预的效果（Ｉｖｅｃ ＆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２０１５；卢超，
２０１９）。现有研究表明，在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税收金融等社会性
规制领域，约谈作为遵从性手段产生了一定效果（Ｉｖｅｃ ＆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２０１５）。
遵从策略以规制行为的民主性和公平性为支撑（Ｔｙｌｅｒ，２００６），由规制过程中的
倾听、尊重等公共价值所支持（Ｇ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的提醒式约
谈旨在使平台听取政府的意见与建议，其过程本身为政府干预赋予了公共合法
性，而被规制方对合法性的感知将会影响其遵从意识与行为，从而提升规制效
果（Ｉｖｅｃ ＆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２０１５）。遵从策略还具备协作性的特征，主张通过合作
与对话，规制方与被规制方共同参与协作治理（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２００２）。此次行政
约谈是一种程序性的商谈切磋过程，政府倡导与平台通过相互沟通、合作协商
的方式，共同参与网约车运营服务的风险防范与治理，从而实现规制目标。

根据遵从性理论中的恢复性司法理念，遵从手段不仅应强调合作与对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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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还主张应建立结构化的干预机制为规制方与被规制方之间的对话、参与、
合作创造制度条件，进而建立并维持双方的信任关系，提升被规制者的自我规
制意识与能力，以实现其对规制方的合规承诺（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２０１３；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
２０１９）。行政约谈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干预机制已在我国得到广泛运用，政府通过
这种制度逐步建立起与企业的信任关系与协商机制，从而提升了企业的责任合
规意识（朱新力、李芹，２０１８）。在政企互信的基础上，此次行政约谈作为对约
谈制度的执行，通过对平台再提醒、再督导，为平台提供了责任风险提醒，以
防止平台再次发生违法行为（卢超，２０１９）。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２。

Ｈ２：行政约谈能够有效提升网约车平台规制的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方法与模型
间断时间序列分析（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ｄ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ＴＳＡ）是一种因果推

断方法，运用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检验政策实施点的变化量和实施前后斜率的
变化评估政策效果。该方法能在缺乏对照组的情况下作因果推断，单组间断时
间序列分析的标准回归模型如下所示（Ｌｉｎｄｅｎ，２０１７）。

Ｙｔ ＝ β０ ＋ β１Ｔｉｍｅ ＋ β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β３Ｔｉｍｅ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ｔ （１）
式（１）中，Ｙｔ为相同时间间隔点ｔ上结果变量的观测值，Ｔｉｍｅ表示自观测

开始的时间，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为代表干预的哑变量，在本研究中为行政检查和行政约
谈，Ｔｉｍｅ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则为时间和干预的交互。模型通过最小二乘法（ＯＬＳ）进行
拟合估计，β０代表结果变量在初始期的水平，β１表示结果变量在干预前的斜率，
β２指结果变量与反事实在干预发生时的水平变化，β３ 表示结果变量在干预前后
两期的斜率变化，以及误差项 ｔ。β２ 表示干预的即时效应，β３ 意味着干预的长
期效应。

间断时间序列分析也能纳入对照组，以控制两组之间由于时间及其他因素
导致的差异（Ｃｏｏｐｅｒ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进而增强内部效度。多组间断时间序
列分析模型增加了表示对照组的若干项，模型如下：

Ｙｔ ＝ β０ ＋ β１Ｔｉｍｅ ＋ β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β３Ｔｉｍｅ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 ＋ β５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Ｔｉｍｅ ＋ β６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β７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Ｔｉｍｅ ＋  ｔ （２）
式（２）将对照组与干预、时间的交互项加入模型，Ｃｏｎｔｒｏｌ为表示对照组的

哑变量。β４表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干预前结果变量截距的差异，β５ 指在干预前
斜率的差异。β６表示在干预发生时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结果变量的水平差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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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干预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结果变量的β７ 为正且显著，则说明干预具有效应。
本研究使用Ｓｔａｔａ １６中ｉｔｓａ指令进行间断时间序列分析。

（二）观测期与被试选择
根据间断时间序列分析对干预前后至少各８期及全部２０期的要求（Ｐｅｎｆｏｌｄ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行政检查（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至１５日）的日观测期为２０１８年
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月观测期为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行政
约谈（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１日）的日观测期为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
日，月观测期为２０１９年３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实验组样本选自被检查或约谈的网约车平台。对照组样本选自没有被检查
或约谈的平台，且根据交通部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每月发布的数据，
这些平台月均订单量较大、市场普及率较高。滴滴与其他平台的差异较大，因
此滴滴仅作单组间断时间序列分析实验。多组对照实验时，考虑到被试的可比
较性及混淆因素的影响，将式（２）中的β４和β５进行匹配，将ｐ值大于０ ０５的
样本作为对照组放入模型，以保证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因变量的水平和斜
率较为相似（Ｌｉｎｄｅｎ，２０１７）。经过迭代后，在行政检查的多组模型中，嘀嗒的
对照组为ＡＡ，美团为ＡＡ、万顺，首汽为ＡＡ、万顺，曹操为ＡＡ、万顺。在行
政约谈的多组模型中，嘀嗒的对照组为大众，美团为ＡＡ、大众、阳光，首汽为
大众、阳光，曹操为ＡＡ、大众。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于Ｓｅｌｅｎｉｕｍ的分布式爬虫方法，本研究以各平台名称和“网约车”为关

键词，以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时间范围，爬取新浪微博用户
发文以构成结果变量的数据来源，共收集到文本９４０３１６条。在此基础上，对数
据进行清洗，以高频词表加人工筛选的方式，将无效信息、空行、重复信息删
除，并根据账号信息及内容筛选将新闻报道去除，最终得到１６３９３１条可用文
本。所获数据以每条微博为单位，包含原文链接、用户ｉｄ、发布时间、发布工
具、转发数、评论数、点赞数、文本内容等字段。

（四）变量测量
从社交媒体的文本信息中提取的情绪，反映了个体微观层面的心理状态，

是对公众集体价值的表达，提供了与合法性、问责等公共意见相关的信息，能
够用于评估政策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的公众意见（Ｓｏｂｋｏｗｉｃ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Ｃｅｒｏｎ ＆ Ｎｅｇｒｉ，２０１６；Ｈａｎｄ ＆ Ｃｈｉｎｇ，２０２０）。本研究采用朴素贝叶斯算法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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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分析方法，对文本进行情感极性的预测与分类，将网约车使用、安全事件等
相关文本中挖掘出的公众情绪作为对政策干预的效果评估。随机抽取了８０００条
文本为样本进行人工标注，利用ｐｙｔｈｏｎ中文情感分析包“ＳｎｏｗＮＬＰ”训练后对
样本集进行预测，得到了每条文本的情感得分，即情感表达为积极的概率（０—
１之间），并通过混淆矩阵对分类结果精度进行评估以检验预测效果，准确率达
到了８４ ８％。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１ ． 文本聚类
ＬＤＡ （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模型作为一种无监督的聚类算法，可用于

了解公众表达的主题分布。在根据结果对参数多次手动调整后发现，主题数为６
时，聚类效果最好。通过对特征词和相关内容的分析，文本被编码为日常使用、
投诉反馈、安全事件、监督检查、整改措施和滴滴重新“上架”等主题。表２
展示了各个主题、特征词及主题对应文本占总文本数量的比重。

表２　 ＬＤＡ主题聚类结果
类别 主题 特征词（８） 占比（％）
１ 日常使用 地图、司机、显示、打车、师傅、消失、取消、没人接 １７ ６

２ 投诉反馈 司机、客服、平台、乘客、投诉、订单、柳青、派单 １７ ６

３ 安全事件 遇害、空姐、女孩、乐清、警方、杀人、温州、死刑 １７ ２

４ 监督检查 网约车、整改、安全、乘客、交通部、驾驶员、问题、部门 １５ ９

５ 整改措施 视频、车主、安全、功能、理由、恢复、人脸识别、专车 １６ ０

６ 滴滴重新“上架” 上线、试运营、女性、用户、时间、服务、城市、性别 １５ 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情感分析结果
如表３ （以“月”为单位的情感得分均值）所示，在全部观测期内，滴滴

的情感得分为０ ３９８，意味着整体情感倾向偏向“消极”；其他网约车平台的情
感得分多大于０ ５，总体偏向“积极”。除嘀嗒外的所有平台在检查后情感得分
均有所上升，滴滴、嘀嗒、首汽、大众等平台在约谈后情感得分上升。情感得
分以时间为单位在不同网约车平台上进行聚合，生成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结果变
量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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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网约车平台情感得分均值
平台
名称

全部观测
期均值

行政检查前后均值 行政约谈前后均值
２０１８ ／ ０１—２０１８ ／ ０８ ２０１８ ／ ０９—２０１９ ／ １０ ２０１９ ／ ０３—２０１９ ／ １０ ２０１９ ／ １１—２０２０ ／ １２

滴滴 ０ ３９８ ０ ３４１ ０ ４０４ ０ ４１０ ０ ４２４

嘀嗒 ０ ５２９ ０ ５５５ ０ ３７８ ０ ３５９ ０ ６６３

美团 ０ ７０９ ０ ６９６ ０ ７５６ ０ ７０７ ０ ６７１

首汽 ０ ７４１ ０ ６７３ ０ ７１８ ０ ６４６ ０ ８０２

曹操 ０ ７６４ ０ ６６６ ０ ８１７ ０ ８２０ ０ ７６７

ＡＡ ０ ５８２ ０ ４５７ ０ ６３７ ０ ６４３ ０ ５９８

大众 ０ ５５６ ０ ４２１ ０ ５８５ ０ ５８９ ０ ６０１

万顺 ０ ７８７ ０ ７００ ０ ９３５ ０ ９５５ ０ ６９９

阳光 ０ ４６８ ０ ４１９ ０ ５４０ ０ ６３２ ０ ４７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间断时间序列分析
１ ． 统计检验
（１）平稳性检验。采用ＡＤＦ检验法对所用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检验，

样本均拒绝原假设，数据具有平稳性，可纳入间断时间序列分析模型中进行分
析。滴滴平台的数据量丰富，因此单独提取了日均数据与关于“安全”主题的
数据，纳入分析。

（２）自相关性检验。采用Ｓｔａｔａ中的ａｃｔｅｓｔ指令进行ＣｕｍｂｙＨｕｉｚｉｎｇａ检验，
以排除随机干扰项之间的相关性，保证线性回归模型的基本假设以避免参数估
计的偏差。本研究分别对各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检验，根据滞后阶数的ｐ值，
将相应阶数纳入模型中。
２ ． 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
（１）单组检验。以滴滴做单组实验，筛选出以“安全”为主题的文本进行

分析，得到结果如表４所示。在检查前，安全相关的情感得分呈下降趋势，但
并不显著（ｐ ＞ ０ ０５）。在检查当期，情感得分显著提升了０ ２９３４个单位（ｐ ＜
０ ０１），表明干预存在显著的即时效应。在检查后，情感得分呈上升趋势，且与
干预前的趋势相比每期高０ ０１３９个单位，但此差异并不显著（ｐ ＞ ０ ０５），即不
存在显著的长期效应。在约谈前，安全相关的情感得分呈现出不显著的上升（ｐ
＞ ０ ０５）。在约谈当期，情感得分显著提升０ ２４６７个单位（ｐ ＜ ０ ０１），产生显
著的即时效应。然而，在约谈后情感得分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较之于干预
前每期降低０ ０３９８个单位（ｐ ＜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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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滴滴平台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安全主题）
行政检查 行政约谈

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β０ ０ ３４４６ ［０ ２３０６，０ ４５８７］ ０ ５１９８ ［０ ３６４１，０ ６７５５］
β１ － ０ ０１３０ ［－ ０ ０４５７，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０３４ ［－ ０ ０２８３，０ ０３５２］
β２ ０ ２９３４ ［０ ０７７２，０ ５０９６］ ０ ２４６７ ［０ ０３３４，０ ４５９９］
β３ ０ ０１３９ ［－ ０ ０２１０，０ ０４８８］ － ０ ０３９８ ［－ ０ ０７４３， － ０ ０００５３］

样本量 ２２ ２２

滞后阶数 ２ １

Ｆ统计量 １２ ７４ ８ ３３

注：、、分别表示结果在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以所有主题相关文本的情感得分为结果变量对两次干预的效应进行检验，

行政检查和行政约谈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５、表６所示。表５呈现了以“月”为
单位的结果，在检查前，情感得分呈显著下降（ｐ ＜ ０ ０５）。在检查当期，情感
得分显著提升了０ １７７６个单位（ｐ ＜ ０ ００１）。尽管行政检查后的斜率比干预前
的斜率提升了０ ０１７７ （ｐ ＞ ０ ０５），但干预后的拟合呈现不显著的下降趋势（β１
＋ β３ ＝ － ０ ００３２，ｐ ＞ ０ ０５）。行政约谈效应的检验中，干预当期的正向效应依
然显著（β２ ＝ ０ ２１７，ｐ ＜ ０ ０１），干预前后均呈现下降趋势，且干预后的斜率降
低了－ ０ ０００５，但并不显著（ｐ ＞ ０ ０５）。

表５　 滴滴平台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所有主题）
行政检查行政约谈

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β０ ０ ４１４１ ［０ ３４６３，０ ４１８１］ ０ ４７３３ ［０ ３５８１，０ ５８８５］
β１ － ０ ０２０９ ［－ 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１８１ ［－ ０ ０４２１，０ ００５９］
β２ ０ １７７６ ［０ ０４１８，０ １３８０］ ０ ２１７０ ［０ ０８４７，０ ３４９３］
β３ ０ ０１７７ ［－ 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２５５，０ ０２４５］

样本量 ２２ ２２

滞后阶数 ２ ２

Ｆ统计量 ６ ４６ １９ ４４

注：、、分别表示结果在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滴滴不仅是订单量最大的网约车平台，同时也是两起安全事件的直接相关

方。在数据获取时得到了以“日”为单位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能够对干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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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行细粒度的检验。从表６可知，模型回归结果与以“月”为单位的数据呈
现出相似的模式。两次干预当期的效应均为显著的正向效应（ｐ ＜ ０ ００１），其余
参数均表明不存在显著的长期效应。

表６　 滴滴平台日均数据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所有主题）
行政检查行政约谈

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系数 ９５％置信区间
β０ ０ ３８２２ ［０ ３４６３，０ ４１８１］ ０ ３９８０ ［０ ３５２２，０ ４４３８］
β１ － ０ ０００２ ［－ 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 － ０ ０００２ ［－ 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
β２ ０ ０８９９ ［０ ０４１８，０ １３８０］ ０ １３７３ ［０ ０８０１，０ １９４５］
β３ ０ ０００１ ［－ 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６７９ ６７２

滞后阶数 ４ ４

Ｆ统计量 ４ ７７ １９ ４４

注：、、分别表示结果在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多组检验。多组模型的结果如表７到表１０所示。根据表７中β２ 的估
计，在检查当期，嘀嗒、美团、首汽、曹操四个实验组的情感得分有显著的提
升（ｐ ＜ ０ ０５），即政策干预产生显著的即时效应。在检查前，嘀嗒、美团、首
汽的情感得分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ｐ ＜ ０ ０５），曹操不显著。在检查后，斜
率β３的变化均为正向，但仅有嘀嗒、曹操显著，即政策干预产生了长期效应。
无论检查前还是检查后，嘀嗒情感得分的拟合均是显著的，但干预后的拟合呈
现下降趋势（β１ ＋ β３ ＝ － ０ ０１１６，ｐ ＞ ０ ００１）。

如表８所示，通过迭代后得到的β４和β５均不显著，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
间在干预前的水平和斜率较为接近，且排除了混淆因素。而β６和β７ 的不显著则
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在干预发生时的情感得分的水平差异以及干预前后
斜率变化的差异不显著。对β２ 的估计表明，在检查当期，嘀嗒、美团、首汽、
曹操四个实验组所对应的对照组的情感得分有显著的提升（ｐ ＜ ０ ０１）。在干预
发生当期，各实验组均出现了情感得分的提升，这种效应也存在于对照组中，
说明干预的即时效应存在溢出。从长期来看，实验组的效应产生衰减。

表７　 行政检查效应单组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
－ 嘀嗒 美团 首汽 曹操
β０ ０ ９０２ ０ ８０１８ ０ ７８０６ ０ ８０６０

β１ － ０ ０９９１ － ０ ０３０２ － ０ ０３０８ － ０ ０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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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嗒 美团 首汽 曹操
β２ ０ ３４４８ ０ ２９１３ ０ ３５４７ ０ ３０１１

β３ ０ ０８７５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０４５ ０ ０４４４

样本量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滞后阶数 １ ３ ２ ２

Ｆ统计量 １５ ３２ ８ ７０ １３ ９３ ４ ２５

注：、、分别表示结果在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８　 行政检查效应多组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
－ 嘀嗒 美团 首汽 曹操
β０ ０ ６７５９ ０ ６９７６ ０ ６９７６ ０ ６９７

β１ － ０ ０６２７ － ０ ０３４０ － ０ ０３４０ － ０ ０３４０

β２ ０ ３７５５ ０ ３１９６ ０ ３１９６ ０ ３２０２

β３ ０ ０７６１ ０ ０４３０ ０ ０４０２ ０ ０４０７

β４ ０ ２６６２ ０ １０４２ ０ ０８３０ ０ １０８３

β５ －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３２ － ０ ００５８

β６ －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３５１ － ０ ０１９１

β７ ０ ０１１４ － ０ ０２７４ － ０ ０３６３ ０ ００３７

样本量 ４４ ６６ ６６ ６６

滞后阶数 ４ ９ ７ ９

对照组个数 １ ２ ２ ２

Ｆ统计量 ２３ ９９ １０ １３ １１ ３３ ８ ２０

注：、、分别表示结果在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对行政约谈效应的检验中发现（见表９），约谈前各实验组，除首汽外，并
未表现出显著的变化趋势。在约谈发生时，各实验组情感得分均有所提升，但
仅嘀嗒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ｐ ＜ ０ ０１），即具有干预的即时效应。在约谈
发生之后，各组的斜率变化β３ 均未体现出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变化。如表１０所
示，β６和β７ 的不显著意味着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未形成显著的差异（ｐ ＞
０ ０５），进一步说明了干预效应的缺失。通过β４ 和β５ 的参数估计可以看出，实
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在干预前的趋势和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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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行政约谈效应单组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
－ 嘀嗒 美团 首汽 曹操
β０ ０ ４４３５ ０ ７６３０ ０ ７８２９ ０ ７３９７

β１ － ０ ０２４１ － ０ ０１５９ － ０ ０３９０ ０ ０２２９

β２ ０ ３６４１ ０ １３５８ ０ ３０７０ － ０ ０６４３

β３ ０ ０３１５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４２８ － ０ ０３７０

样本量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滞后阶数 １ １ １ １

Ｆ统计量 １６ ５７ ０ ４５ ４ ４５ １ １６

注：、、分别表示结果在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源来源：作者自制。

表１０　 行政约谈效应多组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
－ 嘀嗒 美团 首汽 曹操
β０ ０ ６４６３ ０ ６６４３ ０ ７２４８ ０ ５９４８

β１ － ０ ０１６４ － ０ ０１２３ －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０６０

β２ ０ １７４８ ０ ０８４５ ０ １７８６ ０ ０３５６

β３ ０ ００３５ － ０ ００４４ ０ ０１３０ － ０ ０１７８

β４ － ０ ２０２９ ０ ０９８７ ０ ０５８２ ０ １４４９

β５ － ０ ００７６ － ０ ００３６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６９

β６ ０ １８９３ ０ ０５１３ ０ １２８３ － ０ ０９９９

β７ ０ ０２８０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２９８ － ０ ０１９１

样本量 ４４ ８８ ６６ ６６

滞后阶数 ４ ５ ２ ２

对照组个数 １ ３ ２ ２

Ｆ统计量 ８ ５３ ３ ５６ ４ ９９ ６ １８

注：、、分别表示结果在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以上分析说明，单组间断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检查与约谈均在干预当期对
公众的情感得分有显著影响，存在即时效应，但干预的长期效应并不显著。在
存在对照组的情况下，检查作为干预同样存在即时效应，且存在效应的溢出，
但长期效应不明显；而约谈的即时效应和长期效应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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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运用准实验研究方法，以行政检查、行政约谈作为政策干预变量，

以公众微博文本的情感得分为结果变量，检验平台规制的效果。研究表明，作
为规制手段的行政检查与行政约谈，均能在短期内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行政
检查、行政约谈的效应并不具备长效性，部分原因在于平台规制的政策间隔仅
有几个月到一年左右，短于其他领域超过一年的政策间隔。虽然政策的长期效
应拟合并不显著，但是公众评论总体上变得更加积极。因此，加强行政检查、
行政约谈的政策协同互补，形成更强大的政策合力，仍有利于对平台社会性风
险的防范与治理，从而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研究还发现，行政检查与行政约谈的政策效应存在差异。在公共安全事件
的背景下，政府的重拳出击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无论是滴滴还是其他平台，
面对惩罚性规制都更具有回应性。检查比约谈更能克服平台规制中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平台面对约谈则更有可能采取信息隐藏行为。在政策层面，一方面，
当平台行为产生极为负面的社会性后果时，政府规制的权威性“无论如何都是
应该被强化的”（戚聿东、李颖，２０１８：１９）。另一方面，约谈能产生一定的政
策效果，由于其具备行政成本低与灵活性高的优点，在日常监管中与其他手段
配合使用，有利于将风险防患于未然，这也是“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体现。

（二）理论价值与研究局限
本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创新

与贡献。首先，在同一案例中探讨验证了威慑与遵从策略的政策效果。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 （２０１３）提出应建立全面的回应性规制框架，仅有少量研究未局限于
讨论威慑或遵从的某一种策略，但这些研究仍存在不足：在纳税合规行为研究
中，研究者用随机对照实验检验这两种策略的影响，但缺乏对真实案例的评估
（Ａｒｉｅｌ，２０１２）。在医疗保健案例研究中，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等（２０１５）用访谈呈现了自
上而下的威慑机制与自下而上的遵从机制这两种策略混合使用的过程，但并未
讨论两种策略的效果。本研究基于政策实践，同时讨论了威慑与遵从两种策略，
审视了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用实证方法对全面的回应性规制框架进行了理论
检验。

其次，本研究将回应性规制理论运用到平台规制领域，也丰富了回应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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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框架的本土化研究。一方面，既有研究已覆盖了社会性规制的传统领域，但
较少聚焦于新兴技术治理相关的领域（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１８）。本研究关注到平台经
济发展面临的社会风险，构建了新技术规制领域的回应性分析框架。另一方面，
目前我国的回应性规制研究以理论阐释为主（杨炳霖，２０１４），仅有部分研究提
供了规范性视角。例如，曾雄（２０２２）提出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模式的回应性
规制转型，陈少威和范梓腾（２０１９）提出回应性治理的数字平台监管政策创新。
本研究尝试突破既有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局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网约
车平台规制中的微观案例。本研究还探讨了行政约谈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
创新，约谈体现了合作、协商、对话的价值取向，为遵从策略提供了一种具体
手段，也是恢复性司法所强调的结构化干预机制的理论应用。

最后，运用公众评价的视角对回应性规制效果评估进行了创新。在回应性
规制策略研究中，过程分析偏多、效果检验较少。回应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的
效果评估，存在着数据不足或效果无法直接观察的问题。现有研究往往通过被
规制方的自报告或感知效果的测量进行效果评估。例如，税务合规行为研究采
用了实验被试的意向及行为测量的方法（Ａｒｉｅｌ，２０１２），但这种方法无法评估真
实情境下的规制效果（Ｍａｙ ＆ 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１１）。本研究利用大数据获取真实和客
观的行为数据（孟天广，２０１８），并通过对文本数据的结构化处理来了解公众的
主观认知，为从社会建构性的视角与公众评价的角度来研究政策效果提供了新
的思路。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二手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
的限制，无法对不可观测的因素加以控制，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选择及匹配
受到了限制。其次，将情感分析作为规制手段效果评估的方法，虽具有创新性，
但公众情感仅是效果评估的一种标准，不能完全涵盖公众的价值取向及平台规
制的多元目标，需要更丰富的文本分析技术或规范性研究来进一步探索。最后，
准实验的研究方法检验了干预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但对其内在机理的
解释不足，仍需通过如访谈、问卷等研究方法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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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检查、行政约谈能提升平台规制的效果吗？◆


